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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日本庆长八年（1603）德川家康（1543-1616）

在江户开设幕府，从此开启了二百六十多年的德

川幕府统治时代，史称日本近世（1603-1868）。在

德川幕府的统治下，朱子学寖昌寖炽，林罗山

（1583-1657）、山崎闇斋（1618-1682）等禅林弟子也

转投洙泗之学。与此同时，在江户、京都等地也出

现了质疑朱子学的声音，其中率先举起反朱子学

大纛的就是主张古学思想的山鹿素行（1622-

1685）。

众所周知，“四书”是朱熹对《大学》、《中庸》、

《论语》、《孟子》四部儒家经典所进行的诠释，是朱

子学思想的基础，钱穆（1895-1990）认为：“朱子学

之有大影响于后代者，当以其所治之四书学为首”[1]，

而“朱子四书学主要工作，乃在发明孔孟精义”[2]，

可见孔孟思想是朱子学“四书”的核心。在朱子学

的“四书”中，《孟子》与德川政权的关系最为复

杂。一方面，德川家康认为：“大凡欲为天下之主

者，须通四书之理，若不能事全部，则当仔细体会

孟子一书”[3]；另一方面德川光圀（1628-1701）从君

臣大义的角度批判《孟子》中的“易姓革命”说。不

仅如此，近世儒学者对《孟子》也是毁誉参半，莫衷

一是。不过，相关研究却为数不多，特别是关于山

鹿素行与《孟子》的研究。目前，中日学界对山鹿

素行思想的研究往往囿于其批判朱子学的框架之

下，但却忽略了山鹿素行对“四书”诠释本身的研

究价值。实际上，从东亚儒学传播史来看，山鹿素

行作为日本近世古学思想的魁首，他对“四书”的

经典诠释本身超越了批判朱子学的意义。因此，

本文拟在考察山鹿素行《孟子句读大全》文献版本

的基础上，通过比较分析山鹿素行与朱熹在《孟

子》政治论和道德论上的不同理解，探讨山鹿素行

重新诠释孟子思想的特质及原因，进而明确他对

孟子思想的诠释对中国儒学在日本传播历史中的

意义。

1 关于《孟子句读大全》版本的论考

从德川幕府与日本近世儒学的关系来看，自

德川家康重用林罗山，到德川纲吉（1646-1709）设

立汤岛圣堂，再到松平定信（1759-1829）的“宽政

异学之禁”，朱子学一跃成为幕府“官学”。因此，

山鹿素行对孟子思想的诠释研究
——以《孟子句读大全》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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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日本近世武士出身的儒家学者山鹿素行率先公开质疑德川幕府所支持的朱子学，主张古

学思想，其所著《孟子句读大全》有别于朱熹的《孟子章句集注》，集中体现了他对孟子思想的重新诠

释。本文在考察山鹿素行《孟子句读大全》文献版本的基础上，比较分析了山鹿素行与朱熹在《孟子》政

治论和道德论上的不同理解，探讨山鹿素行重新诠释孟子思想的特质及原因，进而阐明在日本近世儒

学者尝试通过儒学解决德川社会现实问题的过程中，对中国儒学的反思和自我意识觉醒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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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世儒学中，朱子学对于“四书”的权威诠释也

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山鹿素行却站在了朱

子学的对立面，为了能够与朱子学抗争，他对“四

书”进行了古学式的诠释——《四书句读大全》。

而“四书”之中，德川幕府对《孟子》的态度褒贬不

一。如此一来，山鹿素行与朱子学的对决就直接

体现在对《孟子》的诠释上。因此，笔者首先想通

过考察《孟子句读大全》的版本，探究其所参照的

底本，以明确他重新诠释《孟子》的立论基础。

关于山鹿素行著述《孟子句读大全》的时间，

根据《年谱》宽文六年（四十五岁）的条目记载：“霜

月朔日（十一月一日，笔者注）……初十，初读论

语，将欲述句读”；宽文七年（四十六岁）“霜月

朔……初十，今日四书句读笔功毕……十二月朔

日……四书句读大全成”[4]。通过《年谱》的记载能

够清晰地看到山鹿素行著述《四书句读大全》的过

程，即山鹿素行在宽文六年（1666）起笔对“四书”

进行诠释，最终于宽文七年（1667）煞笔著成《四书

句读大全》。所以，可以明确地断定山鹿素行著成

《孟子句读大全》的时间是在宽文七年（1667）。

目前，根据日本学者广濑丰（1932-2006）的统

计，日本有关山鹿素行稿本保存的地点共有三十

三处，分别为伊贺上野图书馆、水沼家、平户山鹿

家、平户松浦家、山鹿诚之助氏（京都大学图书

馆）、山鹿旗之进氏、松浦伯爵家、中山久四郎氏、

斋藤胤雄氏、中村庸氏、大村伯爵家、佐藤次郎氏、

贵田家、九鬼男爵家、赤穗町、浅野图书馆、肥厚山

鹿、平户小学、本泽谨藏氏、筑前山鹿、津轻伯爵

家、藤井长治氏、济松寺、山鹿素行诞生地若松市

荣町、会津图书馆、诹访神

社、高照神社、黑石神社、东

奥义塾、弘前图书馆、弘前

高等学校、山鹿元次郎氏、

松野武雄氏（广濑丰，1940.

史料采访记一：1-6），其中

尤以平户山鹿家所藏最为

丰富和完整。在平成二十

六年（2014）六月，平户山鹿

家后人山鹿高清将所藏山

鹿素行著作的稿本捐赠给了日本东京的国文学研

究资料馆。笔者访日期间在国文学研究资料馆山

鹿积德堂文库系统地对山鹿素行稿本中与《孟子》

相关的文献进行了整理。其中，笔者发现有一册

《孟子句读》与《孟子句读大全》有关，该书保存状

况具体如下：

孟子，清稿本，26.9厘米×19.4厘米，共 145页

纸（其中有两页扉页），折页线装本，（封面）淡青色

封面（后），（纸张类别）楮纸。封面标题“孟子句

读 下”（剥落）（书·后·左），扉页标题“孟子卷之

九”·“孟子卷之十”·“孟子卷之十一”·“孟子卷之

十二”·“孟子卷之十三”·“孟子卷之十四”，正文楷

书，半页八行，标有墨色读音顺序符号·朱色旁线·

朱色句读，无跋，无印记。

国文学研究资料馆所藏平户山鹿家的这一册

《孟子句读》虽然是残本，但是却属于清稿本（如

图1所示）。

清稿本不是山鹿素行亲笔所写，但却经过他

的改校，能够比较真实地体现作品原貌。在清稿

本《孟子句读》的残本中，开篇第一章是“孟子卷之

九万章上”，山鹿素行所作诠释为：“号，平声。朱

子曰，舜往于田，耕历山时也。仁覆闵下，谓之旻

天。号泣于旻天，呼天而泣也。事见虞书大禹谟

篇。怨慕，怨己之不得其亲而思慕也。”（山鹿素

行，孟子句读，如图一）；接着又以“恶，去声。夫，

音扶。恝，苦八反。共，平声。朱子曰，长息，公明

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于父母，亦书辞，言

呼父母而泣也。恝，无愁之貌。于我何哉，自责不

知己有何罪耳，非怨父母也。”“朱子曰，帝，尧也。

图1 国文学研究资料馆所藏平户山鹿家《孟子句读》下之“万章”，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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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云，二女妻之，以观其内，九男事之，以观其

外。又言，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是

天下之士就之也。胥，相视也。迁之，移以与之

也。如穷人之无所归，言其怨慕迫切之甚也。”“好

妻皆如字。前篇瞽叟底豫，而天下化之意也”（山

鹿素行，孟子句读，如图2）对“万章”原文进行了解

释。不过，山鹿素行在最后又诠释说：“艾，美好

也。不得，失意也。热中，躁急心热也。言人皆有

情欲之慕，惟圣人所其慕不同。朱子曰，言五十者，

舜摄政时，年五十也，五

十而慕，则其终身慕可知

矣。愚谓一章大意，在怨

慕，盖慕故怨，怨故慕也”

（山鹿素行，孟子句读，如

图2）。

从《孟子句读》的诠

释内容来看，山鹿素行采

用了“朱子曰”的方式，引

用了朱子的言论，但是，

仅凭《孟子章句句读》很

难断定山鹿素行是否参

照了朱熹的《孟子章句集

注》。在日本近世，朱熹

《孟子章句集注》的诸多

版本中以林罗山点校版

最具权威，而林罗山所作

训点的汉籍常称为“林

点”或“道春点”版。笔者

以国立公文书库所藏“道

春点”刊本《孟子章句集

注》和国立国会图书馆所

藏“林点”刊本《孟子章句

集注》作为参照，与清稿

本《孟子句读》“万章”进

行了比较（如图 3、图 4

所示）。

较之于朱熹《孟子章

句集注》“万章”中“舜怨

慕父母”的解释，《孟子句

读》并未引用朱熹“此章言舜不以得众人之所欲为

己乐，而不以顺乎亲之心为己忧，非圣人之尽性，

其孰能之？”[5]的观点，山鹿素行提出了自己的理

解：“愚谓一章大意，在怨慕，盖慕故怨，怨故慕也”

（山鹿素行，孟子句读）。从上述文献内容的比较

来看，《孟子句读》很明显参照了朱熹的《孟子章句

集注》。

但是，从扉页标题来看，该清稿本所题为《孟

子句读》，加之残本，很难断定《孟子句读》就是“年

图2 清稿本《孟子句读》之“万章”。

图3 国立公文书库所藏“道春点”刊本《孟子章句集注》

图4：国立国会图书馆所藏“林点”刊本《孟子章句集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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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中所载《孟子句读大全》。不过，好在大正八年

到十年（1919-1921）日本国民书院出版了完整版

的《四书句读大全》，其中所收入的《孟子句读大

全》内容基本与清稿本《孟子句读》的残本部分一

致，所以，可以证实国文学研究资料馆所藏清稿本

残本《孟子句读》就是“年谱”中所载《孟子句读大

全》。国民书院版《孟子句读大全》是目前最完整

的版本，该版是以国民书院所藏版为底本，参照松

浦伯爵家与津轻伯爵家文库的藏本修订刊印的版

本，该版本恰好弥补了国文学研究资料馆所藏清

稿本《孟子句读》残本的不足。在《孟子句读大全》

正文前附有“读孟子法”，其中山鹿素行明确指出：

“某所句读，文义训解，专宗集注，不动一字，但至

言其性善四端，与集注背驰”[6]。可见《孟子句读大

全》中山鹿素行所参照的“句读”“文意”和“训解”

乃是“专宗集注”。所以，在《孟子句读大全》文献

内容本身与作者的自序二重证据的前提下，可以

明确地断定山鹿素行在编著《孟子句读大全》所依

据的底本是朱熹的《孟子章句集注》。

不过，在对《孟子句读大全》进行版本内容的

比对时，笔者还发现山鹿素行的诠释中另出现了

参照其他文献的痕迹。在《孟子句读大全》“梁惠

王”中，山鹿素行将“保民而王”的“保”诠释为“爱

安也”（山鹿素行，1920：6）；同时，他还注明“庆源

辅氏曰，保，如保赤子之保”。一方面，在《孟子章

句集注》中，朱熹将“保”解释为“保，爱护也”（朱

熹，2012：207），山鹿素行的解释明显与朱熹不同，

反而与汉代赵岐《孟子注》中“保，安也。御，止

也。言安民则惠，黎民怀之，若此以王，无能止也”
[7]的解释更接近；另一方面，山鹿素行在这里引用

了宋代辅广的解释，而辅广的解释出自明代胡广

的《孟子大全》。由此可见，山鹿素行在编著《孟子

句读大全》时，不仅主要参照了朱熹的《孟子章句

集注》，还引用了赵岐《孟子注》以及胡广的《孟子

大全》。

最后，关于“林点”或“道春点”底本的可能

性。日本近世初期，德川幕府设立昌平坂学问所

推广儒学教育，地方各藩也建立了一系列藩校、私

塾学习儒学典籍。而当时的学校主要采用了林罗

山所作训点的儒家经典作为学习儒学的教材。林

罗山在《四书集注点本跋》中提到：

右孟子合部七篇自梁惠王至尽心，借我家

之点本于龟三以令写朱墨，初自学庸论而于此，

终四书之功云。元和四年戊午。

先生初加点校于四书章句集注，其后就宋

儒传说点五经，又加点千（于）十三经并注，未终

朱句於疏以授恕也，晚年得十三经白纸善本而

经及注疏悉点朱句了，未暇墨点其心以为授靖

也，不幸罹丁酉之灾，固可惜也。[8]

根据这段记载，林罗山在元和四年（1618）完

成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点校的同时，还对《十三经

注疏》作了训点，足见林罗山在点校儒学经典上耗

费了极大心力。对于《孟子》，林罗山在《论孟注疏

跋》中还提到：

论孟旧注加点校了，而孟子十四篇经并赵

注，先年以古倭本一校之，顷日以足利学校所藏

旧写本孟子疏一校了。乙未二月二十六日。

（林罗山，1979：630）

林罗山在点校《孟子》时不仅参照了赵岐《孟

子注》中的注释，而且在底本的选择上相当用心，

先是以“古倭本”为底本点校，后又以足利学校所

藏旧写本作为底本进行点校。可见无论是在版本

的种类上还是在底本的选择上，“林点”版《孟子》

注疏都是日本近世初期汉籍点校的典范，构成了

山鹿素行以“林点”版作为底本参照的外部条件。

同时，从山鹿素行自身来说，他早在宽永七年

（1630）九岁之时就拜入林罗山门下学习儒学，“林

家”学风也深刻地影响了他在儒学上的造诣。此

外，作为山鹿素行以“林点”或“道春点”版本为底

本的最直接证据是在《孟子句读大全》版框上栏多

处有标有「林子ノ抄ニ出デタリ」（出林子之抄）的

字样，这里的“林子”指的就是林罗山。因此，无论

是从外部条件还是从山鹿素行自身来看，都可以

说《孟子句读大全》采用“林点”或“道春点”版本

《孟子》注疏为底本的可能性相当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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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孟子句读大全》中的政治论

山鹿素行出身武士，以“我等今日出生于武士

之门”为傲，而且他一生积极入仕为官，怀有强烈

的功利心。因此，山鹿素行在诠释《孟子》时格外

重视对政治的论述。但是，《孟子句读大全》并非

是纯粹的政治论，而是对《孟子》的注疏。如此一

来，山鹿素行的《孟子句读大全》中的政治论就具

备双重性格：“山鹿素行承袭了儒家注疏的传统，

对《孟子》政治论进行了合理主义的重构”“山鹿素

行基于现实幕府政治的判断，通过诠释《孟子》阐

述了自己的政治主张”。

《孟子句读大全》中政治论的双重性格主要体

现在山鹿素行对“民本”的诠释。关于“民本”，山

鹿素行解释说：“言君如于天地，四海之民无不蒙

其德。故云轻轻、侵慢其君非义也。民心归，天乃

与之天下之君。民心乖，天心亦离故为独夫。凡

总国天下之政事，无不为民设，是所以民为贵也”

（山鹿素行，1921.下卷：16）。在这里，山鹿素行清

晰地阐述了“民”与“君权”“政权”之间的关系。

在“民”与“君权”的关系方面，山鹿素行认为

“民心”所向决定了“君权”，反之，“民心”背离也就

意味着成为“独夫”。关于“独夫”的说法来自于朱

熹对《孟子》“梁惠王”中“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

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未闻弑君

也”[9]的解释，《孟子章句集注》中指出：“盖四海归

之，则为天子，天下叛之则为独夫”（朱熹，2012：

222）。从朱熹与山鹿素行的诠释来看，二者所表

达的思想并无根本性的区别，不过，在此处的阐述

中，山鹿素行更加明确地指出了“民心”即“天心”，

“君权”乃是“民”授。既然如此，就如同《孟子》“梁

惠王”中所言“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杨伯峻，

2010：13）。对于“保民”，山鹿素行解释说：“保，爱

安也”（山鹿素行，1920：6）；而朱熹则认为：“保，爱

护也”（朱熹，2012：207）。从儒家注疏的角度来

看，“爱安”与“爱护”之间的区别不大，两个词语都

无法克服理论框架的束缚，无法为现实政治提供

具体借鉴。不过，山鹿素行对“爱安”作了进一步

的解释，他认为：“盖爱乃惠之义，安乃得其处。爱

惠之实，不以安不正。竟流于姑息之仁。由爱安

二者，得保民之实也”（山鹿素行，1920：6）。在山

鹿素行看来，“爱”就是要给“民”以恩惠，要保障

“民”的利益；“安”就是要给“民”以地位，要保证

“民”的身份，不仅让“民”获得实际利益，还能够保

证“民”拥有一定的身份地位，这才是真正的“保

民”举措。反之，如果无法保证“民”的利益和身

份，“保民”的主张不过是一纸空谈，流于理论层面

的仁义。在这里，山鹿素行特别强调了“利”的重

要性。众所周知，《孟子》“梁惠王”开篇即奠定了

“重义轻利”的思想基调。不过，山鹿素行则认为：

“义乃宜也，利亦宜也，故曰利乃义之和也”“义利

乃表里且难支离，若比义则利随，是利乃义之和

也……故曰义利乃通”（广濑丰，1941：79）。山鹿

素行将“义”与“利”看作是表里一体，认为“利”是

“义”的总和。结合山鹿素行的“保民”解释，他并

没有把获得利益与仁义对立起来，反而对只重视

流于表面的假仁假义而忽视人的切实利益进行了

批判。从山鹿素行对“义利之辨”的论述来看，他

的诠释超越了儒学“重义轻利”的思想，切实地意

识到赢得“民心”、确立“君权”的关键在于维护

“民”的切身利益与身份地位。

山鹿素行的“义利之辨”还直接影响到了他对

“王霸之辨”的诠释。“大丈夫存心之功夫，唯在辨

义利之间而已，君子小人之差别，王道霸者之异

论，全在义与利之间也”（广濑丰，1941：23）。山鹿

素行承认重视利益的必要性，因此他认为：“力与

权谋乃伯术也，德与正道乃王道也。凡天地间之

事物皆天下之用，德与力、正道与权谋，共为人间

世之一事而本末先后之差别也”（广濑丰，1941：

324）。从山鹿素行的阐释可以看出，他将王道霸

道视为一体，而只用本末先后进行区分。也就是

说，在山鹿素行对“保民”的诠释中，他不仅承认了

利益的重要性，还肯定了霸道的合理性。

在“民”与“政权”的关系方面，山鹿素行认为

“政权”是为了“民”而设立，所以“民”是“政权”的

根本，进而导出“民贵”的结论。同样，在《孟子章

句集注》中，朱熹也认为：“盖国以民为本，社稷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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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民而立”（朱熹，2012：375）。可见，朱熹与山鹿

素行都将“民”看作是“政权”确立的根本。不过，

二者在对待君主的态度上却存在很大分歧。山鹿

素行虽然承认“民贵”，但他还指出君主犹如天地，

四海之民都要蒙受君主的恩惠，“轻君”并非是一

种仁义的行为，强调了君主的重要性。朱熹则认

为：“君之尊，又系于二者（民与社稷）之存亡，故其

轻重如此”（朱熹，2012：375）。由此可见，在山鹿

素行的诠释中，“民”固然“贵”，不过“君”也不可

“轻”，主张“民贵且不可轻君”的观点；而在朱熹的

思想中，“君”与“民”之间是有层次的，有轻重的差

别，可以说朱熹在“民”与“君”之间却依旧坚持“民

贵君轻”的主张。之所以山鹿素行与朱熹之间会

产生这种分歧是由于二者对“君”与“民”互动关系

的理解不同。同样对于《孟子》中“民为贵，社稷次

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

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杨

伯峻，2010：304）的诠释，朱熹认为：“丘民，田野之

民，至微贱也，然得其心，则天下归之。天子至尊

贵也，而得其心者，不过为诸侯耳，是民为重也”

（朱熹，2012：375）；而山鹿素行则指出：“言亿兆之

民尊之为天子，天子立而后立诸侯，有诸侯而后有

大夫，是民为重也”（山鹿素行，1921.下卷：15）。

从朱熹的解释来看，天子只有得到民心才能取得

天下，也就是说，从君主到政权之间是“君”主动赢

得“民”拥护的动态过程；山鹿素行却并不这么理

解，他只是将拥有“民”的尊重作为成就“君”的前

提条件，本质上是“君”被动成为“君”的静态描

述。所以，基于朱熹与山鹿素行对君民关系的不

同诠释，前者就形成了由于“君轻”所以渴望得到

“民”拥护的思维，而后者则演变成虽然“民贵”但

“君”更重要的见解。

不过，在达成上述论述与《孟子》原典注疏的

和解时，无论是朱熹还是山鹿素行都把“仁政”作

为最有效的解决方法。《孟子》“公孙丑”中说：“人

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

之政矣”（杨伯峻，2010：72），“尽心”中又说：“人皆

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杨伯峻，2010：

313）。根据《孟子》所述，所谓“不忍之心”本指的

是“仁心”，而“不忍之政”指的是“仁政”。君主在

推行王道时，朱熹认为：“人君当黜霸功，行王道。

而王道之要，不过推其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而

已”（朱熹，2012：212）。也就是说，朱熹明确指出

王道的关键是“仁政”，而仁政的本质是“仁心”。

《孟子》认为：“恻隐之心，仁之端也”（杨伯峻，

2010：72-73），因此，“仁心”的发端来自恻隐之

心。也就是说，在朱熹看来，君主的“不忍之心”才

是仁政的根本。而山鹿素行认为：

虽谓盖凡庸之主，为人君者，岂有率兽食人

之心乎。然不详为政之道，不以爱民之实，则其

流传必至于率兽食人之无道。故孟子以为民父

母告之。夫父母之于子，其子虽未能言语动静，

其心以不得已之诚推求，故其所求之情，无不

中。人君居九重之高，民人在郊野之卑，虽其隔

绝有千里之差，犹于人之子，以诚临下，岂何至

其无道焉。王者之政，云无不以此之至诚。此

所谓王政之本也。 （山鹿素行，1920：25-26）

在山鹿素行的诠释中，“君民”关系就如同父

子一样，孩子不需要言语就可以通过“心”向父母

发出“不得已之诚”的请求，由于君主不可能有“率

兽食人之心”，所以，君主就可以按照“道”来治理

“民”，从而将来自于“民”的“不得已之诚”转化为

君主的王道政治。换句话说，山鹿素行把“民”的

“不得已之诚”作为“仁政”的关键。从朱熹与山鹿

素行的诠释来看，朱熹强调了在实现“仁政”过程

中，“君”的积极性和“民”的重要性；而山鹿素行虽

然肯定了“民”的重要性，但在他的思想中“君”仍

然占据了绝对地位，是实现“仁政”的前提，正因如

此，山鹿素行才合理地诠释了“民贵”的一面，而又

强调了“不可轻君”的另一面。

综上所述，可以说《孟子句读大全》中山鹿素

行在政治论方面的诠释是基于德川社会的时代背

景下对《孟子》的重新认识和解读。近世之初，一

方面，日本刚刚经历了中世以来的战乱局面，民心

方定，山鹿素行对“民”与“君权”的诠释为德川家

取代丰臣家开创江户幕府、建立了幕藩体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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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理论依据，阐明了德川政权的正当性和合理性；

另一方面，近世初期日本整个社会遭到长期战争

的重创，百废待兴，德川幕府确立了士农工商的

“四民”身份制度，通过明确身份地位，稳定了当时

日本的社会秩序，保障了“四民”特别是武士群体

的实际利益。山鹿素行不可能照搬朱熹的观点解

决他在德川时代遭遇的时代课题，因此，最终形成

了他对《孟子》日本式的诠释。

3 《孟子句读大全》中的道德论

山鹿素行在《孟子句读大全》开篇的“读孟子

法”中指出：“某所句读，文义训解，专宗集注，不动

一字，但至言其性善四端，与集注背驰”（山鹿素

行，1920：6）。在《孟子》中，“性善”是其道德论的

主旨，“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杨伯峻，2010：

102）；而“四端”是指发诸于“恻隐之心”“羞恶之

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的仁义礼智之四端，亦

指其本身。从山鹿素行对《孟子》的解读方法来

看，他认为自己有别于朱熹的《孟子章句集注》，重

新诠释了“性善”与“四端”的道德论。

关于“性善”，在《孟子章句集注》中，朱熹解释

说：“性者，人所禀于天以生之理也，浑然至善，未

尝有恶”（朱熹，2012：254），“论天地之性，则专指

理言，论气质之性，则以理与气杂而言之。……性

即理也。当然之理，无有不善者，故孟子之言性，

指性之本而言。必然有所依而立，故气质禀不能

无浅深厚薄之别。……天地之间只是一个道理。

性便是理，人之所有善有不善，只缘气质之禀各有

清浊”[10]。朱熹认为人性的本源是由“理”所决定，

并且阐述了人性的特征是“浑然至善，未尝有恶”，

也就是说“性善”乃是本然之性。对于“性恶”，朱

熹还指出理气杂合而成的气质之性则有善与不

善，天命之性虽善，但受气质之性的影响也会出现

善恶。于是，朱熹从宇宙本体论的层面，明确提出

了人性本善的观点。而山鹿素行在《孟子句读大

全》中首先回答了“性”的本源问题，他说：“理气交

感之妙用，所谓所禀于天也。万物皆然之间，唯人

得二五之中，以禀天地之正气，其知，长于万物。

于耳目口舌之声色臭味，人人皆同其美恶，共欲其

善。此所谓可欲之曰善之义，而人之性无不好为

善也”（山鹿素行，1920：2）。在山鹿素行看来，人

性不是由单方面的“理”或“气”决定的，而是在“理

气”的共同作用下产生的。对于人性的特征，山鹿

素行作了如下诠释：

人之性，唯感通知识而已。其间人禀天地

之正气，其知长万物，而所其感，尤速于善也。

是孟子所谓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孟子

论性，皆以其情，情是性之故也，故曰，天下之言

性也，则故而已矣。告公都子亦曰，乃若其情则

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是孟子直解性善为

为善，而非本然之善。答告子亦谓人之可使为

不善，是善不善，专以为字言之。窃按，性唯生

性而本然，无可以善恶称之，善恶者应事物之迹

也，水止则无就上下亦然。性既应，则易感善，

是理义，悦我心，好是懿德，好好色，恶恶臭也。

水既流，则可就下亦然。凡性善之说。孟子因

告告子、公都子之问，明白开示，后儒不尽此说，

而认以为本然之善，故某所谓为善，似与性善相

抵牾，而孟子之性善，是为善之谓也。

（山鹿素行，1920：2-3）

山鹿素行认为人性具有“感通知识”的能力，

即认知能力，而这种认知能力受“天地之正气”的

影响超越了万事万物，能够迅速地感受到“善”的

存在，因此，他指出人的“性善”只是趋向于“善”。

既然只是趋向于“善”，也就意味着“性善”并非本

然之性，而“性”不仅存在“善”的一面，也会存在

“恶”的一面。同时，山鹿素行还指出“性”的善恶

是由外在行为表现所决定的，而孟子所讨论的“性

善”是“为善”，是由“情”所决定的。

从朱熹与山鹿素行关于“性善”的诠释来看，二

者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前者认为“性”由“理”所决

定，乃本然之性，而且“浑然至善，未尝有恶”；后者

则主张“性”由理气交合共同作用而成，非本然之

性，无善无恶，但由于人性具有“感通知识”的能力，

所以具有趋向于“善”的一面，也就可以实践“善”的

行为，最终善恶也是由外在的行为表现来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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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鹿素行的论述中提到了《孟子》中告子、

公都子之问，所谓告子之问是指“性无善无不善”；

公都子之问是指“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杨伯

峻，2010：239）。对此，孟子的回答是“乃若其情，

则可以为善，乃所谓善也”（杨伯峻，2010：239）。

关于孟子所谓“情”，朱熹认为：“情者，性之动也。

人之情，本但可以为善而不可以为恶，则性之本善

可知矣”（朱熹，2012：334）。如上所述，人性本善，

“浑然至善，未尝有恶”，所以“性”动而所生之“情”

自然可以为善、不为恶。当然，朱熹在这里并不否

认本然之性受气质之性的影响会为恶的可能性。

但是，山鹿素行并不这么认为，他诠释说：“情者，

性之迹也。则者，心之所同然也。言人之性无形

象，求其迹，可以言之。情之于事物，唯以己意，或

有不同，天下之人，其情所好恶皆不异，而悦理义

之良心相同，是人人之情，以可为善也”（山鹿素

行，1921.下卷：16）。在山鹿素行看来，“情”是

“性”的外在行为表现，“性”无善恶，只能诉诸于外

在行为表现判断善恶，但是由于人的“情”大致好

恶一致，所以可以实践“善”的行为。较之朱熹与山

鹿素行对于告子、公都子之问的诠释，不难发现朱

熹虽然认为“情”是“性”之动，但对于“性善”仍然是

一种静态的、永恒的认识；而山鹿素行认为从“性”

的本源到“情”的外现，都是一个动态的、变化的系

统。特别是，在注疏的诠释上，朱熹并未将“则”进

行解释，而山鹿素行却相当重视“则”在原典中的

作用和意义，将其解释为“心之所同然”。山鹿素

行的这一解释反过来影响了他对“四端”的理解。

孟子在回应告子、公都子之问时，强调说：“恻

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

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

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

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

（杨伯峻，2010：239）。朱熹依旧认为：“言四者之

心人所固有，但人自不思而求之耳，所以善恶相去

之远，由不思不求而不能扩充以尽其才也。前篇

言是四者为仁义礼智之端，而此不言端着者，彼欲

求其扩而充之，此直因用以著本体，故言有不同

耳”（朱熹，2012：335）。这里朱熹所说“前篇”是指

《孟子》“公孙丑”中“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

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

之端也”（杨伯峻，2010：72-73）之言。朱熹的解释

是：“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情也。仁、义、礼、智，

性也。心，统性情者也。端，绪也。因其情之发，

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见，犹有物在中而绪见於外也”

（朱熹，2012：238）。从朱熹的解释来看，他认为恻

隐、羞恶、恭敬、是非是“情”，是“用”；仁、义、礼、智

是“性”，是“体”，“情”是已发，“性”是未发，“情”是

“性”的外在表现，此“情”得见此“性”，“心”则将

“性”和“情”都囊括在内。当然，山鹿素行也同朱

熹一样，将恻隐、羞恶、恭敬、是非看作是“情”，但

是，他明确界定了“心性情”的概念，“心”是指“性

充形体之间，无方形之可指，其所舍寓之地谓心

胸，一身之中央，五脏之第一，神明之舍，性情之所具，

一身之主宰”（山鹿素行，1940.十一卷：50-51）；“性”

是“生生无息，虚灵而感通知识也”（山鹿素行，

1942.十卷：328）；“情”是“心动而及物有迹之名也”

（山鹿素行，1942.十卷：333）。结合前文所述，此

“心性情”在山鹿素行诠释中的关系为，“心”是“性”

与“情”的所在，“情”是“性”与“心”的外在行为表

现，由此观之，“心”“情”皆有行状，而“性”却无形。

此三者的运行机制就是在上文所说的“则”上。

山鹿素行解释说：“性人之所禀于天，而有此

生，乃有此知识感通，然性无形名可以称焉。故孟

子因其故论之，以谓情则。引诗及孔子之言，以结

之，发明所其则，无虚假，出天下之至诚，而君子所

性在善也”（山鹿素行，1921.下卷：23-34）。在这

里，山鹿素行引入“情则”的概念，而“则”的出处依

据来自《诗经》“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

是懿德”，还有孔子“故有物必有则，民之秉懿也，

故好是懿德”（杨伯峻，2010：240）。从注疏来看，

“则”在原文确有“规律”的意思，但是，山鹿素行将

此处的“则”与“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的“则”

等同起来，将此处连词以名词作解，所以就形成了

“情则”一词。“情则”的生成让“性善”的诠释更加

合理化，“四者之心，非人四者之善，乃仁义礼智

也，情为善非自外至内，有此情乃有此则，而不尽

其才，故不知情则也”“凡四端人皆有之，仁义礼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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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四端之善者也，人之情谁不欲为仁义，人皆有

可以为善之情，故此心则可谓仁义也”（山鹿素行，

1921.下卷：21）。根据“情则”，由于大多数人都具

有恻隐、羞恶、恭敬、是非的感情，因此，无形状的

“性”趋向于“善”，而“心”可以说是“仁义”。从山

鹿素行的论述内容来看，《孟子句读大全》的道德

论有过度诠释之嫌，这种忽视原典本意的诠释虽

然生硬地阐明了《孟子句读大全》道德论与《孟子

章句集注》的不同，但从儒学经义本身来说，山鹿

素行的诠释偏离了《孟子》的主旨。

从《孟子句读大全》的道德论来看，山鹿素行

一方面指明了“性”是理气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一

种“感通知识”的能力，无形且没有善恶之分，但是

通过它的外在行为表现“情”，人性趋向于“善”，并

可以实践“善”；另一方面“情”仍然指代恻隐、羞

恶、恭敬、是非，是“性”与“心”的外在表现。由此

可见，在山鹿素行对《孟子》道德论进行重释的过

程中，他格外重视“情”的作用。换句话说，山鹿素

行对“情”的重视是挣脱朱子学律己主义束缚，奔

向自由主义的尝试。尽管山鹿素行的诠释显得有

些强作解事，但是作为儒学者他对武士实践行为

的认真反思，不仅符合了从战国向近世太平盛世

转型期武士内心的渴望和需求，更体现了中国儒

学在日本近世传播过程中“反刍”的开始。如果说

仁、义、礼、智是基于本然之性下中国士大夫律己

的道德准则，那么朱熹“遏人欲而存天理”（朱熹，

2012：220）的理念很难为日本武士所接受，山鹿素

行对“情”的重视是在规范武士基本道德行为的基

础上，肯定了情感对武士精神世界的作用。这种

对自我的“反刍”标志着日本近世儒学者在中国儒

学土壤中自我意识的觉醒。

4 结 语

综上所述，在文献版本的考证方面，本文通过

日本国文学资料馆山鹿积德堂文库所藏清稿本残

本《孟子句读》以及大正期国民书院版《孟子句读

大全》的考察，认为山鹿素行在编著《孟子句读大

全》时，极有可能以“林点”《孟子章句集注》为底本

的同时，还参照了赵岐《孟子注》和胡广《孟子大

全》。在思想方面，《孟子句读大全》的政治论不仅

继承了朱子学式的注疏，对“民本”“仁义”“王道”

思想进行了合理主义的诠释，还针对近世初期幕

藩体制与士农工商的身份制度，提出了重视君权、

利益以及霸道的观点，显示出山鹿素行对《孟子》

诠释的双重性格；在《孟子句读大全》的道德论中，

尽管山鹿素行的某些诠释偏离了经义本来的意

思，但是他将“性善”解释为“为善”的同时，还特别

重视“情”的作用，这都体现了他对近世武士实践

行为的反思，标志着日本儒学自我意识觉醒的

开始。

从中国儒学在日本的传播历史来看，日本近

世对孟子思想的传播是一个从“接受”到“批判”再

到“重新诠释”的动态过程。而山鹿素行对孟子思

想的诠释恰好处于“批判”到“重新诠释”的节点，

因此，可以说山鹿素行对孟子思想古学式的诠释

已经超越了单纯反对朱子学的意义。《孟子句读大

全》中山鹿素行在政治和道德两个方面的论述，不

仅反映了日本近世儒学者通过中国儒学解决德川

社会现实问题的尝试，更体现了他们在尝试过程

中对中国儒学的反思和自我意识的觉醒。换句话

说，山鹿素行对孟子思想的诠释既是一种实学性

的探索，也是中国儒学日本化的表现。在这条日

本化的进路上，山鹿素行为伊藤仁斋（1627-1705）

的古义学、荻生徂徕（1666-1728）的古文辞学以及

本居宣长（1703-1801）的国学奠定了基础。

[本文为201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日本江户时代《孟子》

文献的整理与研究”（项目批号：19CZX031）的阶段研究成果。项

目主持人：张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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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Yamaga Sokō's Interpretation of Mencius' Works: A Study on Interpunction of Mencius

Abstract: In early modern Japan, Yamaga Sokō, a Confucian scholar with a samurai background, began publicly doubting

Zhuism as upheld by the Tokugawa Shogunate and advocating for the study of ancient thought. In the Interpunction of Men-

cius, Yamaga presented an interpretation of Mencius' works that differed from that made by Zhu Xi in his work Mengzi Jizhu.

After studying the original texts from several different versions of Interpunction of Mencius,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differenc-

es between Yamaga and Zhu Xi in understating Mencius' political thoughts and ethical arguments, and explores the peculiari-

ties in Yamaga's interpretation of Mencius' works and the factors behind the interpretation, and also expounds on the reflections

of Japanese Confucian scholars of early modern Japan on Chinese Confucianism and the awakening of their self-consciousness

in their efforts to solve the concurrent social issues of the Tokugawa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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